
1

农户绿色农业技术认知影响因素及其层级结构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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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决策的首要环节，农户对绿色农业技术认知程度直接影响其后续的技术采纳行为｡基于调研数据，

将 Ordinal Probit 模型和 ISM 模型有机结合，探讨了农户绿色农业技术认知深度的影响因素及其层级结构｡研究结

果表明:农户对绿色农业技术具有一定认知广度，但缺乏认知深度；风险态度、技术指导频数、被调查者类型、信

息通畅度和受教育程度均可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绿色农业技术认知深度，农产品生产安全评价和兼业情况则对农户绿

色农业技术认知深度有负向显著影响｡农产品生产安全评价是影响农户绿色农业技术认知深度的表层直接因素；信

息渠道通畅度、技术指导频数以及技术指导满意度是中间层因素；被调查者类型、兼业情况、受教育程度和风险态

度是深层次的根源因素｡据此，应多渠道、多形式开展绿色农技推广，多媒介宣传农产品安全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

知识，同时大力扶持新型经营主体，以切实增进农户的绿色农业技术认知｡

【关键词】：绿色农业技术；农技推广服务；农户信息诉求；认知深度；Probit-ISM 模型

【中图分类号】:F 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17)05-0036-10

DOI 编码:10.13300/j.cnki.hnwkxb.2017.05.005

近年来，我国农业资源遭到严重破坏，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中共十八大明确指出需“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充分发挥

农业生态功能，大力发展绿色农业，促进农业节本增效”，在此背景下，我国迫切需要实现农业绿色化转型｡绿色农业技术是促

进农业绿色化转型的重要支撑，农户是农业生产主体，也是绿色农业技术的终端需求者，其采纳行为决策是技术认知、采纳及

效应评估的连续性过程
[1]

｡认知心理学理论认为，经济主体的意愿和行为建立在认知基础之上
[2]
，农户对绿色农业技术的采纳意

愿和行为也是其有关该技术认知权衡的结果｡因此，如何有效提升农户的绿色农业技术认知水平，对于促成农户的采纳行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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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推进农业绿色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自 Rogers 提出技术扩散理论以来，农户农业技术认知及应用日益成为西方学者关注的焦点｡国内外学者采用多种方法对农

户的技术认知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展开了实证研究，主要体现在 2 个方面:一是认知与农户技术采纳的关系｡现有研究多证实了二

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如农户对精耕技术有用性和易用性的认知正向影响其采纳行为
[3]
；农户对有机化肥认知程度在刚果东部农

业技术扩散过程中具有积极作用
[4]
；农户对节水灌溉技术的认知程度与采纳行为息息相关

[1]
｡二是对术认知的影响因素分析｡研究

发现，年龄、教育程度会影响香蕉种植户对生态农业种植技术认知
[5]
；收入等个体因素显著影响稻农的新技术认知

[2
]；技术创新

环境是诱使农户技术认知产生分化的关键因素，不完全技术市场对技术认知具有约束作用
[6]
；信息诉求动机及信息渠道均可显著

影响稻农新技术认知
[2]
；测土、施肥技术培训的增加有助于农户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认知水平的提高

[7]
｡

上述研究成果为本文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仍存在可拓展的空间:在研究视角上，绿色农业技术是以生产安全无污染的

优质营养绿色农产品为目标的可持续农业技术
[8]
，是由多项子技术构成的技术包，单项农业技术的采纳不能实现农业绿色化转型

[9]
｡因此，有必要从产前、产中和产后等多环节全面了解农户对绿色农业技术认知｡在研究方法上，现有研究仅采用 Probit 模型

或 Logit 模型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忽视了因素间的层级关系，而层级关系的分解有助于厘清影响因素中的表层直接因素、中层

间接因素以及深层根源因素，以便于政府采取针对性策略｡鉴于此，本文以我国中部地区湖北省 470 户农户的调查数据为基础，

基于社会学习理论，运用 Ordinal Probit 模型研究农户绿色农业技术认知程度，在此基础上借助解释结构模型(ISM)探讨农户

绿色农业技术认知深度各影响因素间的层级结构，为湖北省绿色农业技术推广工作提供实证依据，为我国绿色农业发展提供政

策参考｡

一、数据来源、研究设计及样本特征

1.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均源自课题组于 2014 年的暑期调研，样本区域为湖北随州市、武汉市和天门市，随机选取了 8个乡镇、16 个

村进行农户入户调查｡样本农户的选取均采用随机抽样法，并以面对面访谈方式进行，由课题组成员根据被调查者的回答填写问

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503 份，收回 503 份，根据本文研究目的，剔除信息前后矛盾、漏答的问卷后，最终获得适用于本研究的问

卷 470 份，其中武汉市 193 份，随州市 203 份，天门市 74 份｡

2.研究设计

(1)被解释变量｡本文分别从数量和质量 2方面考察农户对绿色农业技术的认知:一是认知广度，即农户知道多少种绿色农业

技术｡研究涉及水稻产前(新品种技术、保护性耕作技术)、产中(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病虫害物理防控技术、病虫害生物防控技

术、高效农药喷雾技术、节水灌溉技术)和产后(秸秆还田技术)等一系列绿色农业技术｡根据农户对绿色农业技术种类的了解程

度，将 0～1 种、2～3 种、4～5 种、6～7 种、8 种及以上，分别赋值为 1～5的整数｡二是认知深度，即农户对所知道的绿色农

业技术价值和操作的了解程度｡赋值方法如下:完全不了解=1；比较不了解=2；一般=3；比较了解=4；完全了解=5｡这里的认知深

度是农户对各种绿色农业技术认知深度的加权算数平均值的近似值(四舍五入)｡为避免线性模型中个人特征对因变量产生“线性”

影响，造成识别中的影像问题，本文将“农户绿色农业技术认知”定义为有序离散变量
[10]

｡

(2)解释变量｡根据美国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于 1971 年提出的社会学习理论，认知、环境和行为之间交互影响，外界

环境可有效激活个体认知，在其价值观作用下，对决策行为产生影响｡农户的自身特征(个人和家庭特征)和自我信息诉求直接影

响其绿色农业技术认知，而绿色农业技术服务渠道、方式等外界环境刺激则间接影响农户绿色农业技术的认知水平｡

农技推广服务是激活农户技术认知的外界环境，其服务水平高低直接关系农户认知程度
[7]

｡农户绿色农业技术认知的信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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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渠道包括大众媒体、政府宣传、亲友乡邻以及专业大户等｡根据信息差异化理论，信息资源越充分、渠道越稳定，农户获取农

业技术信息的机会越多，信息搜寻成本越小｡信息渠道越通畅，农户获得的信息越真实可靠，对绿色农业技术的了解越全面
[11]

｡

绿色农业技术在传播过程中，采用农户易于接受的形式，将有利于农户理解接纳该技术｡农户对技术指导的满意度较高，反映出

其对技术指导的接受程度较高，有利于农户对绿色农业技术形成全面的认知｡农户可接受到的技术指导频次越高，越可能接触到

更多的绿色农业技术及相关信息，因而认知水平越高｡因此，本文预期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水平会显著影响农户的绿色农业技术认

知｡

农户信息诉求是激活农业技术认知的内在动力，反映农户对农业技术认知的主动性，主动性越强，获取信息量越多
[2]

｡农户

对绿色农业技术信息诉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风险态度｡新技术作为生产经营中的一项投资，必然伴随着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

风险偏好型农户更乐于尝试新型农业技术，并促使其主动搜集相关信息，产生强烈信息诉求，而风险厌恶型农户则多处于被动

接受状态
[12]
，因此，风险偏好型农户可能对绿色农业技术有更高的认知水平｡农户对当前生态环境的评价可反映其对生态环境的

关注程度｡当农户意识到过量施用化肥、农药是造成生态破坏的重要原因时，其寻求绿色农业技术的主动性越强｡若农户意识到农

产品生产技术存在安全问题，进而危及自身健康，其咨询绿色农业技术的积极性就会增强
[13]
，因此，农户的生态环境评价和农

产品生产安全评价直接关系农户信息诉求的强烈程度，农户评价越高，信息诉求越低，越不利于农户技术认知｡因此，本文预期

农户绿色农业技术信息诉求会影响农户的绿色农业技术认知｡

一般而言，个体对事物认知程度会受个人和家庭条件的影响｡因此，选择农户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作为分析农户绿色农业技

术认知程度影响因素的控制变量｡农户的个人特征，如其年龄、性别及受教育程度等，均可能会对农户的绿色农业技术认知产生

影响
[7，14]

｡具体而言，年龄较小的农户视野更为开阔、对新事物的理解接受能力较强，因而对绿色农业技术有更多的了解，而年

龄较大的农户则更可能陷入路径依赖，拘泥于传统的农业技术
[5]

｡若农户的受教育程度较低，则其学习吸收绿色农业技术的能力

相对较弱，进而妨碍其绿色农业技术认知，同时也可能会造成农户难以认识到传统农业技术对农业生产造成的危害，使其缺乏

动力寻求新的绿色无污染的农业技术｡在家庭分工中，男性农户的重心偏向农业生产，对农业技术更加关注，因而对绿色农业技

术的了解可能更多｡家庭特征包括农户类型、合作社成员、兼业情况、家庭年收入及家庭种植面积等，均可能会影响农户对绿色

农业技术的认知
[1，15]

｡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的生产经营具有规模效应，对新农业技术的需求会促使其增进对绿色农业技术的认知，

同时这类主体也享受国家的优惠政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先进的绿色农业技术｡因此，相对于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主体而言，

小农户对绿色农业技术的认知可能相对不足｡是否为合作社成员是衡量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一项重要指标｡合作社为农户提供了

获取社会关系和信息资源的重要平台，通过合作社，农户更容易接触到绿色农业技术的相关信息，从而增进对绿色农业技术的

认知｡兼业农户的工作重心已经部分甚至大部分转移至非农业，对农业生产的重视程度要弱于非兼业农户，也缺乏足够的动力主

动了解绿色农业技术，因而在其认知上可能相对较弱｡家庭年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户具有更强的资本替代劳动的能力和抵御风险的

能力，也更有可能尝试新的绿色农业技术｡但也有研究认为，收入水平低的农户更渴望通过可持续的农业技术来改善生产经营状

况，而收入水平高的农户由于经营状况良好，对新技术并不感兴趣
[16]

｡家庭种植面积越大，新技术采纳带来的规模效益越大，从

而农户对新技术的需求越强烈，这将促进农户对绿色农业技术的认知｡

模型中各变量的含义、赋值及影响预期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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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样本特征

在 470 份有效问卷中，男性农户 255 人，占比 54.26%；女性农户 215 人，占比 45.74%｡在年龄构成上，以中老年农户为主｡

45～55 岁、56～65 岁的样本农户各有 156 人和 154 人，分别占总样本的 33.2%和 32.8%；45 岁以上的农户共计 402 人，占总体

的 85.5%，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农村务农人口老龄化的现状｡样本农户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其中，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户

占比为 46.0%，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有 187 人，比重高达 39.8%，而受过大专及以上正规教育的受访者占比仅为 1.5%｡在家庭

主要收入来源方面，仅有 53.2%的农户以农业收入为主，而其余 46.8%的农户收入主要来源于非农业，反映出当前农户兼业情况

十分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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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由于农户绿色农业技术认知为有序多分类变量，概率模型是一个较为理想的解决离散选择问题的方法，因此选用 Ordinal

Probit模型进行回归｡假设存在一个能代表被解释变量 Y，但是不可观测的潜变量Y
*
，Y 有 1、2、3、4、5等 5个取值｡Ordinal Probit

模型可表示为:

式(1)中，Xi为解释变量集合，β 为待估参数，μi
*
为随机变量，服从独立同分布｡假设 c1<c2<c3<c4为未知割点，则 Yi可由

表示如下:

当 服从标准正态分布时，用Φ(·)表示标准正态分布的分布函数，则 Y 的条件概率可分别表示为:

三、结果与分析

1.农户绿色农业技术认知情况

统计结果显示，从农户对绿色农业技术认知广度来看，占样本总量 80%的 376 位农户知道“2种及以上”绿色农业技术，其

中有 159 人知道“4～5 种”｡这说明大多数农户都听说过绿色农业技术，特别是抗病虫害良种技术、病虫害物理防控、病虫害生

物防控、测土配方施肥等产中绿色农业技术，主要原因是这些技术直接关系到农产品的产量和价格，农户平时较为关心，但仅

有少数农户知道保护性耕作技术和节水灌溉技术｡总体而言，被调查者对绿色农业技术具有一定认知广度｡从农户对绿色农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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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知深度来看，分别有 6.0%和 10.4%的农户表示对绿色农业技术“完全了解”、“比较了解”；而“完全不了解”、“不太

了解”绿色农业技术的农户比例则分别达到了 18.9%和 28.5%｡总体上，绝大多数农户对绿色农业技术的认知深度不够｡

2.农户绿色农业技术认知深度的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由于农户对绿色农业技术认知具有广度而缺乏深度，因此，下文主要探讨农户对绿色农业技术认知深度的影响因素｡运用

SPSS 软件对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容差最小值和方差膨胀因子最大值分别为 0.691 和 1.447，均在合理范围内，因此认为

不存在较严重的共线性问题｡运用 Stata11.0 软件进行 Ordinal Probit 回归分析，由对数似然值及卡方检验值可知，模型整体

拟合效果较好，说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变化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回归结果见表 2｡

(1)农技推广服务对农户绿色农业技术认知深度的影响｡信息渠道通畅度和技术指导满意度分别在 1%和 5%的显著性水平上

正向影响农户绿色农业技术认知深度，与预期一致｡这表明信息渠道越通畅或技术指导满意度越高，农户对绿色农业技术的了解

越深入｡具体而言，信息渠道通畅度和技术指导满意度每提升一个等级，农户对绿色农业技术“完全不了解”的概率将分别降低

10.7%和 3.2%，同时农户“比较了解”绿色农业技术的概率将分别提升 3.6%和 1.1%｡这意味着绿色农业技术信息来源渠道和技术

指导质量在农户的技术认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畅通的信息渠道便于于农户获取重要且有效的信息，农户对技术指导的满意度

越高，即对技术指导服务的评价越高，反映出农户对技术指导的内容及方式等具有较高的认同度，从而有助于提高农户对绿色

农业技术的认知深度｡技术指导频数变量在 1%的水平上显著正向作用于农户的绿色农业技术认知深度，方向与预期一致｡表明技

术指导频次越多，农户对绿色农业技术的了解程度越高｡农户每年可实际接受的技术指导每增加 1次，农户对绿色农业技术“完

全不了解”的概率将下降 12.6 个百分点，同时其“比较了解”的概率则会提高 4.3 个百分点｡统计数据也显示，每年可接受 3

次及以上技术指导的农户对绿色农业技术“比较了解”或“完全了解”的比例达到 46.26%，而在每年接受 1 次技术指导的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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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该比例仅为 19.63%，二者差距明显｡

（2）信息诉求对农户绿色农业技术认知深度的影响｡农户自身的风险态度对其绿色农业技术认知深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与预期一致｡这意味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风险偏好型农户比风险厌恶型农户具有更深刻的技术认知｡其边际效应进一步表

明，若农户的风险态度提升一个层次，则其“完全不了解”绿色农业技术的概率将减少 13.6%，同时“比较了解”和“完全了解”

的概率将分别提升 4.6%和 0.3%｡对于生物农药、病虫害物理防治及测土配方施肥等绿色农业技术，大多数农户都表示听说过，

但对于其具体操作知之甚少，仍属于较陌生的新技术，相应地蕴含着较高的风险｡相较于风险规避型农户，偏好风险的农户会主

动去了解此类新型农业技术，从而对其有相对全面的认识｡农产品生产安全评价在 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对绿色农业

技术的认知深度，与预期相符｡即农户对农产品生产安全的评价越高，则其对于绿色农业技术的了解程度越低｡具体而言，如果农

户对农产品生产安全评价提高一个等级，则其对绿色农业技术“比较了解”的可能性将下降约 2.8%，而“完全不了解”的可能

性则会提高约 8.4%｡调研数据也显示，认为农产品生产“不太安全”或“非常不安全”的 124 位农户中，“比较了解”或“完全

了解”绿色农业技术的农户比例为 10.41%，而认为“比较安全”或“非常安全”228 位农户中，该比例为 6.57%，下降了 3.84

个百分点｡这一方面说明农户的绿色农业技术认知与其农产品生产安全评价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农户对当前农产品安全

生产问题认识严重不足｡

（3）控制变量对农户绿色农业技术认知深度的影响｡农户的受教育程度及农户类型(家庭农场、专业大户)显著正向影响农

户绿色农业技术的认知深度，受教育水平越高、农业生产专业化和规模化程度越强，农户对绿色农业技术了解越深｡以受教育程

度为例，农户的受教育程度提升一个等级，将使农户“完全不了解”绿色农业技术的概率降低约 6.5%，同时了解程度“一般”

和的概率将增加 5.1%和 2.2%｡统计数据显示，受过小学教育的农户中，仅有 10.7%的人对绿色农业技术“比较了解”，无人“完

全了解”，而受过大专及以上正规教育的农户中该比率分别为 57.1%和 3.3%，分别高出前者 46.4 和 3.3 个百分点｡这一结果验

证了受教育程度正向影响农户绿色农业技术认知的假设｡一般而言，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拥有更多的机会接受国家指导培训｡调查

发现，当地农业科研机构和农业局会定时向各村镇散发资料，进行技术讲解培训，基于技术需求和采纳效果的考虑，家庭农场

和专业大户常作为示范而成为主要的技术培训对象｡因此，相对于普通小农，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对绿色农业技术的了解更加深

入｡农户兼业情况显著负向影响其认知深度，说明专于农业生产的农户更会深入了解绿色农业技术，非兼业农户对绿色农业技术

的认知深度优于兼业农户｡其边际效应进一步表明，在控制其他条件的情况下，相比于非兼业农户，兼业农户“完全不了解”绿

色农业技术的概率约增加了 4.9%，而“比较了解”的概率则减少了约 1.7%｡

此外，年龄、家庭年收入、家庭种植面积、合作社成员、生态环境评价以及信息质量满意度等 7 个变量对技术认知深度的

影响假设未得到证实｡对此可能的解释是，调研区域对象以散户为主，家庭种植规模普遍较小、年龄偏高，且家庭年收入偏低(在

调查的 470 个有效样本中，家庭种植规模低于 10 亩的农户占 67.23%；45 岁以上的农户占比 85.7%；家庭收入低于 3万元的农户

占比 65.74%)｡对农户而言，农产品产量和产值是其当前关注的重心，而生态环境则是更高层次的需求，多数农户并未认识到技

术采纳不当造成的环境问题，普遍对环境评价持乐观态度｡从信息熵的角度看，由于变异度较小，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作用不大
[17]

｡由此造成年龄、家庭年收入以及生态环境评价等因素对农户的绿色农业技术认知深度影响不显著｡虽然农村合作组织和政府的

宣传支持有利于增进农户的绿色农业技术认知，但现实中由于合作社运行机制不健全
[18]
和农户所获绿色农业技术信息质量不高

(样本中 75.36%的农户对所获信息质量不满意，认为不能指导生产)，因此，农户的合作社成员身份和信息质量满意度不足以显

著影响其农业技术认知深度｡此外，样本中，入社农户仅占样本总量的 11.91%，说明农户入社积极性不高｡

3.农户绿色农业技术认知深度影响因素层级结构分解

解释结构模型(ISM)适用于分析较为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是美国华费尔特教授于 1973 开发的，该方法能够非常直观清楚

地反映系统元素之间的层次结构关系
[19-20]

｡为了弄清楚影响农户绿色农业技术认知深度的表层直接因素、中层间接因素及深层根

源因素｡本文拟采用该方法探析农户绿色农业技术认知深度影响因素间的逻辑层次结构及相互作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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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前文农户绿色农业技术认知深度关键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给出如下设定:S0代表被解释变量，即农户绿色农业技术认

知深度，S1、S2、S3、S4、S5、S6、S7、S8分别代表被调查者性质、受教育程度、兼业情况、风险态度、农产品生产安全评价、信

息渠道通畅度、技术指导频数、技术指导满意度｡同时，本文采纳 Delphi 法分析各影响因素间的逻辑关系，得到图 1｡其中，A 表

示行因素受到列因素的影响；V表示列因素受到行因素的影响；0表示行和列之间无直接或者间接关系｡

根据图 1 可知，被调查者性质、受教育程度、兼业情况、风险态度、农产品生产安全评价、信息渠道通畅度、技术指导频

数、技术指导满意度间的一个邻接矩阵，其公式为:

由式(2)可知，邻接矩阵 R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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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邻接矩阵 Rij，采纳布尔代数运算法则

(即 0+0=0，0+1=1，1+0=1，1+1=1，0×0=0，0×1=0，1×1=1)进行矩阵的幂运算，可得对应的 9×9可达矩阵 M，其公式为:

式(3)中，I 为单位矩阵，r≤n-1，n 是矩阵阶数，经计算得到可达矩阵 M ｡再利用 M 矩阵，寻找绿色农业技术认知深度影

响因素的层级，确定方法如下:

式(4)中，P(Si)为可达集，表示从 Si因素出发，可到达的全部因素的集合；Q(Si)为前因集，表示矩阵 M 中可以到达因素 Si

的全部因素的集合｡

由表 3，确定最高层因素为 S0(L1=[S0])｡剔除 S0因素后，对其它因素进行重新排列，即删除 S0对应的行和列，建立新的可达

矩阵｡再次按照式(4)运算，确定第二层因素为 S5(L2=[S5])(表 4)｡依此类推，第三层因素为 S6，S7，S8(L3=[S6，S7，S8])(表 5)，第

四层因素为 S1，S3(L4=[S1，S3])(表 6)，第五层因素为 S2，S4(L5=[S2，S4])(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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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L1、L2、L3、L4、L5的因素层级结果重新排列，得到可达矩阵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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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按照层级顺序，把同一个层级的因素表示在同一水平位置的方框内，即可得到农户绿色农业技术认知深度影响因素

的层次结构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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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2可知，在众多影响农户绿色农业技术认知深度的因素中，农产品生产安全评价是表层直接因素，其他影响因素均要

通过它才能对农户的绿色农业技术认知深度产生影响；信息渠道通畅度、技术指导频数及技术指导满意度位于第二层级，作用

于表层的农产品生产安全评价；被调查者性质和兼业情况位于第三层级；农户的受教育程度和风险态度位于最底层，是深层次

的根源因素，会作用于上层因素｡结合前文的 Ordinal Probit 模型回归结果分析可知，影响农户绿色农业技术认知深度的多个

因素既独立作用，又层层联结，共同形成一个完整的农户绿色农业技术认知影响因素系统｡不难发现，在一系列影响农户绿色农

业技术认知深度的因素中，根源因素是农户自身禀赋，中间层为来自于农技推广服务的影响力量，最直接的层面为农户信息诉

求｡作为最深层的根源因素，受教育程度和风险态度直接影响了被调查者性质和兼业情况，沿着受“教育程度、风险态度”→“被

调查者类型、兼业情况”→“信息渠道通畅度、技术指导频数、技术指导满意度”→“农产品生产安全评价”→“农户绿色农

业技术认知深度”正向传导，从源头上影响着农户对绿色农业技术的认知｡

四、结论与启示

1.结 论

作为决策的首要环节，农户对绿色农业技术认知程度直接影响其后续技术采纳行为｡基于湖北省武汉、随州和天门三市 470

户农户调查数据，采用 Ordinal Probit 模型分析农户绿色农业技术认知深度的影响因素，并进一步利用 ISM 模型剖析显著变量

间的关联关系和层次结构｡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对绿色农业技术具有一定的认知广度，约 80%的农户知道“2 种及以上”绿色

农业技术，其中有 159 人知道“4～5 种”，但绝大多数农户对绿色农业技术仍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2)农户属于风险偏好型、

家庭生产规模越大、农业生产越专业，其绿色农业技术认知程度越深；可接受的技术指导频数增加、信息通畅度和受教育程度

提高，农户认知水平亦随之提高，但对农产品生产安全评价较高和兼业农户的认知程度较低｡(3)农户农产品生产安全评价是表

层直接因素；信息渠道通畅度、技术指导频数以及技术指导满意度位于第二层级；被调查者性质和兼业情况位于第三层级；农

户的受教育程度和风险态度则是深层次的根源因素｡由此不难发现，影响绿色农业技术认知深度的根源是农户自身禀赋因素，中

间层为来自于外界(政府)的影响力量，最直接的层面为农户的意识因素｡

2.启 示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得出如下提高农户绿色农业技术认知水平的政策启示:(1)多渠道、多形式开展绿色农业技术推广服务

工作，使农户能够及时接触到准确、实用的技术信息｡从农户视角出发，采用走访、田间实地指导等农户乐于且易于接受的形式

推广绿色农业技术，农技推广人员要深入田间地头，多与农户接触，让农户有更多机会接受技术指导，及时解决农户对于绿色

农业技术的疑虑｡(2)通过电视、服务热线、广播、宣传栏等多种媒介向农户宣传农产品安全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知识，增强农

户的安全生产意识、环保意识以及当前农业生产技术的危害，从意识层面上增强农户对绿色农业技术信息的自我诉求｡此外，研

究还发现，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对绿色农业技术有更深入和全面的认知，以其为绿色农业技术推广切入点，可

在一定程度上减小实施难度，并能对普通农户产生示范带动作用，因此可在现实中从资金、税收、信贷、技术和用地等多方面

制定实行优惠政策，扶持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及专业合作社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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